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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ＲNAL OF NANJING UNIVEＲSITY
( Philosoph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2020

·思想史研究·

何 以 为 性 善 ?
———战国时变下的儒学生态及德性坚守

赵亚婷
(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南京 210046)

摘 要:孟子道性善，有深层复杂背景。孟子面临战国时变环境中诸家不信任人性及功利思潮
所致道德危机这一时代课题，儒学德性底线深受冲击。而早期儒学对于人性问题立论不多，彼时倍
受诟病，且以规范解决情欲问题的方式也暗含道德践履难行这一问题，处境十分被动。诸家基于性
恶意识，诉诸集权威慑及社会规范而无视道德本身，与早期儒者回应人性问题的无力境况，均暗示人

性善恶问题与时代道德落实问题有深切关联。基于此，孟子以对性善的宣扬乃至强势规定来探寻解
决时代道德问题之新途，奠定了后世儒学道德践履及德性实有问题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人性信任危机; 功利思潮; 孟子; 性善规定

学界对于孟子性善论的研究，多围绕性有善、即心言性、善性本体等方面进行正向阐发，而忽
视性善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问题指向。孟子道性善实有深层复杂背景，与当时的人性思想风潮
及其所指向的道德图景息息相关。性善论乃为应对儒学被动处境及时代道德课题而提出，不明
乎此，“性善”的真实意味究竟如何、何以成为后世儒学德性思想之内核，便难以真正明晓。检溯
性善论的思想背景尤其是人性论辩背景，是探究此问题的首要步骤。

一、孟子时代人性论思潮及其指向

人性论辩问题是孟子时代的流行问题。《孟子·告子上》:“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
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
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
曰性善……”①可见当时人性论辩已多涉善恶论述，但对诸家关于性善恶的讨论究竟有何种思想
指向及深层影响，学界鲜有讨论。笔者认为，这种梳理尤为首要。
( 一) 孟子时代主要人性论说

与孟子约同时或在孟子之前②的人性论说有以下数种。
一是承自西周时代的人性认知传统，认为人性为追求生命健康等基本生物需求，徐复观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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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 803－805页。
笔者此处将孟子之前和几种未确定成书于孟子之前的人性论说均列出，是为考虑到孟子之前的人性论说在孟子时代可能

仍有影响，而《墨子·尚同》《商君书·开塞》及《管子·枢言》尽管成书不一定在孟子之前，但其人性论可能承自早期传统，
在孟子时代已有所发迹或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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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性”的本原意①。如《诗经·大雅·卷阿》:“弥尔性”②;《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则天之明，
因地之性……淫则混乱，民失其性……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③; 襄公十四年:“天生民而
立之君，使司牧之，弗使失性……岂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④这一传统隐伏
在人性争辩话语背后，为各家公认。告子言“生之谓性”，孟子亦承认人有耳目口腹之欲，均为这
种传统的存续。直至《吕氏春秋》，仍有“夫水之性清……人之性寿”⑤，“顺性则聪明寿长”⑥

之论。
二是告子性无善恶说、无名氏之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说、有性善有性不善说。这些论说在

《孟子》中均明确体现，且孟子本人直接回应。
三是《孟子》书中所提避世者，暗含以人性为个人“为己”的认知倾向。如杨朱言人应“全性

保真，不以物累形”⑦，“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 ，追求保全个体生命及独立
精神;陈仲子隐居僻匿(《孟子·滕文公下》) ，宋钘“见侮不辱”(《庄子·天下》) ，亦有追求个体
独立的倾向。
四是庄子未言人性善恶，但其对人类现实表现失望的话语暗示，他认为人有根深蒂固的为我

自私之恶，且在任何现实维度内都无法解决。《齐物论》言:“大知闲闲，小知间间; 大言炎炎，小
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 与接为搆，日以心斗……已乎，已乎! 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
乎!”⑧这是感慨人无休止地相互争斗，其他篇章亦屡屡提及人之虚伪、争斗、巧诈等，这些正是根
植于人执着于“自我”这一深层恶的本质⑨。《庄子》全篇成书时代不一，但内篇早出，已暗含人性
恶的明显认知。庄子之论部分承继老子，后者的人性认知更为隐蔽，但《道德经》中对人之惯常认
知的警惕话语均暗示人的封闭、狭隘、自大、偏离自然纯朴等是人固有的倾向。
五是现实主义者未明言人性，但暗含人性不善的认知倾向。如《墨子·尚同》言:“古者民始

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是以人是其
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
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瑏瑠《商君书·开塞》曰:“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
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瑏瑡《管子·枢言》:“人固相憎也，人
之心悍，故为之法”瑏瑢，“众人之用其心也，爱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瑏瑣。上述诸篇成书年代学
界未有定论，但其中人性论述近于现实派士人中通行的人性认知。且这些论述并非有意提出一
种人性论，只是为其提出政治应对措施引述经验事实，这种“随意”引述作为初创人性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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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 6－7页。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陆德明音释:《毛诗注疏》第十七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 1638－1640页。
洪亮吉著，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 765－766页。
洪亮吉著，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下册，第 535页。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 13页。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上册，第 71页。
刘文典著，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 524页。
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 57页。
庄子论人性恶，参见颜世安:《庄子性恶思想探讨》，《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 4期; 颜世安:《荀子、韩非子、庄子性恶意识初
议》，《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0年第 2期。
孙诒让著，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 73－74页。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51－52页。《墨子·尚同》和《商君书·开塞》均为性恶说或近于性恶
的思想，且可能相互影响，参见刘家和:《关于战国时期的性恶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
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 391页。
黎翔凤著，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 245－246页。
黎翔凤著，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上册，第 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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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左传》中有类似语曰:“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
也。”①“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②《逸周书·官人》亦言:“民生则有阴有阳，人多
隐其情，饰其伪。”③可见这种说法流行之广，极有可能有原始承继，且为孟子时代现实派诸人的
普遍人性认知。

六是儒者亦有相关人性论说，概括下来有性相近、性有善、性有善有恶、无善无恶说等，无论
人性如何，均坚信人可为善。儒学论性问题颇复杂，且与孟子道性善直接关涉，后文细论。
( 二) 诸家人性关切之现实指向及人性信任危机

诸家之论基本为道出人性自然生存需求、倾向及选择的某一方面，或直以人性有善有恶论人
性之别。既非抽象地论人性本质，亦非深入挖掘人性复杂深度。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墨、法、《庄
子》及《管子》中人性易流于恶之论，这些论说并非明言人性论，但暗含以向恶为人之基本倾向甚
或本质的意味。除前述所引，诸篇另有更为隐晦的人性现实观察，如《商君书·错法》:“夫人情
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④《弱民》:“民贫而力富，力富则淫，淫则
有虱。……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⑤《管子·国
蓄》:“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⑥《重令》:“人心之变，有余
则骄，骄则缓怠。”⑦以上均道出经验观察的人性向利取向，并非直言人性本质为恶，更似指出人
的某些现实恶之表现，以此提出政治解决办法或利用人性弱点为权力张本。颜世安先生以性恶
意识总结墨、法及庄子之现实人性认知⑧，其中墨、法思想可能有所因袭，均认为人性利己导致社
会混乱;庄子则认为人的任何现实目的都掺杂着自私、自利、自我，此为人最深层之恶。这种性恶
意识研究对探究孟子人性论背景颇具启发意义。除这种“性恶”认知外，杨朱等避世者以人性为
“为己”，宣扬个人主义的生命追求，虽未言人性善恶，但为“己”的追求已暗示其人性抉择。而
《慎子·因循》说“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⑨，则是公然宣扬人可以利用各种外部因素达到
“为我”目的。可以看到，除庄子追求超绝精神高度外，各家多以人的生物自私倾向为人之本质，
而承自西周的“以生言性”传统，则为肯定人的自然生物需求。概言之，诸家论人性多关注人的私
己欲求方面，对于人性是否有其他方向则并未明言，甚至并不关注，这是孟子时代诸家论人性的

主要表现。
徐复观先生认为，春秋时代已出现探讨人性本质的思想瑏瑠，这已是学界公论。但早期人性关

切的思想指向究竟如何，值得深思。细探这些人性认知不难发现，人性问题在先秦思想中发迹，
初始的关注点在人之生命需要或人对生命外求的基本反应上，是对人自然状态的探索。《诗经》

和《左传》论“性”之生命需求及“性”与“生”的关联，即是如此。但下逮战国时期，战争扩大，国与
国乃至人与人之间争斗加剧，政权更迭、谋弑频生，巧诈之风兴，而良善之守罕，“杀人盈城”，“率
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人的内在阴暗面被无限激发。此时人性论已开始考虑人性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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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著，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下册，第 589页。
洪亮吉著，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下册，第 6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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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熙祚校:《慎子》，《新编诸子集成》第 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 3页。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 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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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方面，但多从负面入手，认为人性现实应为动乱的社会负责并且不信任人性。《尚同》言“人
异义”故“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开塞》言人“以别险为务”，均是这种意味。而隐者力求自保宣
扬“为己”，及至慎子公然宣称化外势“为己”，则是混战现实下个体难求自保、对他人及时代环境
均不信任的表现。庄子则直言人的任何生命执着皆为私我，足见其对人性现实十分失望。屈原
赋《离骚》，感慨时人“众皆竞进以贪婪”①，“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②，“世溷浊而不分
兮，好蔽美而嫉妒”③，并视之为普遍现象，不仅仅是对个人遭遇的怆怀，也是对时代人心甚或是
人作为类属本身的失望。几乎可以认为，对人的善之方面的失望是战国时代思潮，联系颜世安先
生对先秦诸子性恶意识之研究，可以将战国人性论思潮称为性“为己”甚或性“恶”思潮，亦为一
种人性信任危机思潮。在此种思潮中，儒学为唯一信任人性者，始终坚持道德负责及终极至善追
寻这一道德底线，在当时面临巨大挑战。
( 三) 功利思潮与时代道德危机

与此同时，功利思潮作为另一种深刻的思想风向危机与时代人性信任危机并驾齐驱，共同构

成孟子时代儒学面临的重要挑战。战国时代，功利是不言自明之事，时人言谈取向处处围绕
“利”，政治出发点及个人追求也都以“利”为本。如梁惠王见孟子，直言:“叟! 不远千里而来，亦
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梁惠王上》) 《史记》对廉颇失势际遇的记载最可见当时风向:“廉颇
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 君
何见之晚也? 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④“天
下以市道交”点出利益交换是当时社会交往图景的核心。且当时最活跃的纵横游说之徒，言谈之
间无一不是为“利”: 孟子遇宋牼问其说楚王之方式，对方回答道“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告
子下》) ; 鲁仲连说燕将则曰:“吾闻之，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却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
君。”⑤此外还有权力场中种种以金玉、布帛、美女、城邑等交换个人及政治利益现象，都是公然利
用人求“利”的贪婪心理。按刘向描述，当时“道德大废，上下失序……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
而用诈谲……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⑥。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伦理被视为利益的对立面而被否弃。苏秦说燕王曰:“孝如曾参……廉

如伯夷……信如尾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⑦苏代亦言:“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
取之术也。”⑧“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⑨二人均活跃于当时政治中心，他们认为仁义道德
仅为自我修养，不能用于政治军事决策，否则是“自覆”之障碍，甚至坚守仁义本身也与生存利益
相冲突，由此可见当时人对道德之态度。在这种环境下，道德话语虽仍存在，但仅被视为一种习
俗规范，而作为道德对立面的个人及现实政治利益追寻则被称为“进取”和“( 显) 达”。《范雎蔡
泽列传》载蔡泽论士人之愿曰: “夫人生百体坚强，手足便利，耳目聪明而心圣智，岂非士之愿
与?”“质仁秉义，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怀乐敬爱而尊慕之，皆愿以为君王，岂不辩智之期
与?”“富贵显荣，成理万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寿长，终其天年而不夭伤;天下继其统，守其业，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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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刘向辑，王逸注，洪兴祖补注:《楚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 11页。
刘向辑，王逸注，洪兴祖补注:《楚辞》，第 12页。
刘向辑，王逸注，洪兴祖补注:《楚辞》，第 29页。
司马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史记》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 2967页。
司马迁:《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史记》卷八十三，第 2988页。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刘向书录》，《战国策笺证》第 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 1页。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第 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 1657页。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第 4册，第 1698页。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第 4册，第 16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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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名实纯粹，泽流千里，世世称之而无绝，与天地终始。岂道德之符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者
与?”①是则健康聪明、道义功业、富贵显达、长寿令名均为时人所追求。此论尚有道德追求意味
在，李斯论士则直言“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
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②，直以利禄高位为“士之情”。二人之言虽晚于孟子，但这种追求不能
说不是战国士人的普遍认知。对比之下，春秋时期叔向论三不朽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③，是以道德实践而非保禄守位为基本追求。《孟子·滕文
公下》亦记载景春言“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 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虽
以“妾妇之道”贬之，但仅是儒家立场，于时人而言，荣居高位显达才是“大丈夫”的标准，而这种
普通士人理想于儒家只是富利之求。
功利思潮是平民社会到来、民间世俗活力被激起、个人能力在“市交”环境中与其前途命运

息息相关之结果。功利风向直接冲击道德环境，儒学作为保守道德之学，与其截然对立。孟子对
“利”十分警惕，诸如“王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 鸡
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孟子·尽心上》) 、“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
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 之语，在《孟子》文本中俯拾皆是。
对于当时人性论辩思潮，孟子亦以利总结道:“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

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
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离娄下》) 学界对此章首句中“故”与“利”字之义颇有争议，多承朱子说以“故”为“习
惯”之义，而“利”为“顺”之义④。但黄彰健、杨泽波、梁涛、裘锡圭等质疑此解，其中裘锡圭之论最
为详密。裘锡圭引《性自命出》“节性者故也”、上博简《性情论》“不同方而交，以故者也”，并与传
世儒道等诸家文本对比，释“故”为“有为”( 有目的) 义，并有巧诈、缘故、成例等引申义; 且引伪孙
奭《孟子》疏及陆象山之论，释孟子此章意为批评天下人言“性”，后者将人性所固有的仁义礼智
看作外部规范准则，故难免重利害之功利意味⑤。裘锡圭释孟子首章为批评意味，及释“故”及
“利”义十分贴切。但笔者不同意裘锡圭引《孟子》疏所言认为孟子道天下人言性是“待有为为
性”。性待规范而后为定，儒学亦有此论，不能与“天下之言性”混淆。此句之“故”为“有为”之
义，但更似有目的之“智巧”意味。黄彰健释“故”为有所事、有所穿凿⑥，陈慧、廖名春等取《孟子》
疏及《性自命出》释“故”为有目的及原因⑦，更有可取之处。由前述对诸家论人性的梳理亦可见，
除庄子外，各家多以人性某一方面的经验观察为视角，将人性讨论统括在自身论证目的之内。隐
者言人性“为我”乃为寻生命自由归宿; 墨者言“人异义”是为寻社会混乱根源，由此提出以“尚
同”“兼相爱”“交相利”实现社会公利;《管子》及《商君书》言民之好利恶害则立足国家政权、利
用民性为政权利益服务。在孟子看来，这些都是“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故”与“智”“伪”等
都是某种人为智识，孟子所驳，是天下人“言性”均站在自身立场卖弄智识，而非为深入挖掘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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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司马迁:《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史记》卷七十九，第 2935页。
司马迁:《李斯列传第二十七》，《史记》卷八十七，第 3084页。
洪亮吉著，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下册，第 567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八《离娄章句下》言:“故者，其已然之迹”，“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朱熹:《四
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 302页。
裘锡圭:《由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中国出土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2004年，第 260－273页。
黄彰健:《释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经学理学文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 222页。
陈慧、廖名春、李锐:《天、人、性:读郭店楚简与上博竹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 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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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应有深度，有目的即指向个人自我立场之功利，所以孟子说“故者以利为本”。因此此句之
“故”应是“目的”义。孟子在后句推崇“如智者若禹之行水”“苟求其故”，对比前句为话语转折，
后者之“智”“故”是他所理解的“大知”，为发掘人性内有深度而非站在自身功利立场的真正智
慧。此章前后“故”之义不同，裘锡圭、葛瑞汉及陈慧等人均持此解，笔者亦采此义。
孟子时代除儒家外各家论人性多立足人的生物需求方面，或直取人性某一倾向而非讨论全

面人性论，甚至认为人性即是“为己”或性恶。顺着这种思潮，则人欲泛滥、人人视“为己”甚或为
“恶”为理所当然，这即是为“己”私之“利”。孟子指斥天下人言性为“故”与“利”，是则他认为这
种无视人性深度的思想出发点也是一种向“利”。孟子的标准不无夸大之处，但这恰恰暗示当时
人性论辩风潮与功利风潮在道德落实问题上的交汇融合，迫使儒者必须思考两大时代思想课题:

一是在现实之恶泛滥的情况下，如何解释“恶”的时代思想来源问题，为达到“善”的目标能否将
“恶”归诸人性;二是平民“市交”环境中“利”成为时代风向，直接冲击儒学道德底线，如何吸引人
选择为善之路。这正是战国时变下的深刻道德危机，也是儒学要应对的深层思想挑战。

二、主流儒学论人性及其被动境遇

在战国时变环境下，早期儒学人性论说与道德的时代图景息息相关。由文献可见，早期儒学
对于人性问题的阐发显得单薄无力，其中首要原因是早期儒学并不重视人性问题。
( 一) 早期儒学不重人性及实践规范诉求

早期儒家文献中，除《孟子》及《中庸》外，人性问题均非儒者核心议题。这一思路直承孔子，
孔子论人性曰: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民性有恒: 曲为曲，直为直”
(《韩非子·说林》) ，仅为经验人性观察，并无特定人性认知。子贡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
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不能确定是孔子不言人性还是子贡不理解孔子所论人性问题。
不过，如果孔子思想中人性问题十分重要，不论人性的概率应不大。按孔子之意，“我非生而知之
者”(《论语·述而》)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 ，可见他认为个体选择“学”与“不
学”是导向“君子”与“小人”区分的关键，人性及材质问题并非其着意之中心。
孔子之后，早期儒家关于人性的讨论亦不多。《论衡·本性》载:“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

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 ( 恶) 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
焉。故世子作《养( 性) 书》一篇。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
性有善有恶。”①《申鉴·杂言下》则曰:“公孙子曰性无善恶。”②《申鉴·杂言下》中的“公孙子”似
即为“公孙尼子”，其人性论为性有善有恶论还是无善无恶论，抑或他本人持性无善无恶论而其弟
子持性有善有恶论并不能确定③，但可知孔子后学对人性善恶问题有所阐发，但由“善恶在所养
焉”可知，后天之“养”较人性本身更为重要。郭店楚简《语丛二》载喜、愠、爱、恶、欲、智、慈等“生
于性”④，《语丛三》有“人之性非与? 止乎其孝”⑤，“父孝子爱，非有为也”⑥语，亦似性有善有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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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 156－157页。
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 198页。
《论衡·本性》中的“公孙尼子之徒”意为“公孙尼子这群人”还是“公孙尼子等人的徒弟”，学界未有定论，笔者此处姑且存
疑。《论衡·本性》中的“公孙尼子”和《申鉴·杂言下》中的“公孙子”学界一般认为是同一人，两处关于人性论的记载不
一致，不能作为否定他们为同一人的理由，可能两书文献来源不一或传载有差。由于没有明确的文献佐证，无法全然定论。
但以上问题无论结论如何，均不影响后文的论述，故此处并不细论。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 199页。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第 209页。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第 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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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但话语甚简，且指向不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曰: “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①;
《逸周书·官人》载:“民有五气，喜、怒、欲、惧、忧”②，二文成书时间未定，对比《春秋繁露》记公孙
《养气》有“怒、喜、忧、惧”③之论、《语丛一》言“凡有血气者，皆有喜有怒，有慎有庄”④、《性自命
出》言“喜怒哀悲之气，性也”⑤，似乎以喜怒等血气论性是时人通行做法，但都论述甚简且无道德
指向。《性自命出》论人性又言:“笃，仁之方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⑥“爱类七，唯性爱为
近仁。”⑦“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⑧这是承认性有善; 又言:“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
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⑨这是明确肯定人性问题不如后天之“动”“习”重要。另，《成之闻
之》言:“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非之。即于儒也，则犹是也。虽其于善道也亦非有择
数以多也，及其博长而厚大也，则圣人不可犹豫惮之。此以民皆有性而圣人不可慕也。”瑏瑠这是肯
定圣人与中人之分在于“博长而厚大”的学习积累，人性问题依然不重要。陈慧、廖名春等认为，
孔子后学承春秋时人说法，以气论性，与性善恶无关瑏瑡，此论甚切。
由此可见在早期儒学人性论述中，人性问题都不是儒者论述的重要问题，这暗示了早期儒学

的某种朴素传统，即以踏实向学及修身实践为儒者日常活动、思考之重心。传世典籍关于这种倾
向记载很多，如《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言:“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唯义
所在”瑏瑢，又《礼记·曲礼》:“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瑏瑣，均以向“学”及行“善”为
“君子”之道的基本要求及日常活动重心。这是明言踏实向学的记载，其余文献即便未明言，话语
背后也都是这种思路。如《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言:“有善勿专，教不能勿搢，已过勿发，失言
勿踦，不善辞勿遂，行事勿留”瑏瑤，这是一种对日常行为及追求至善目标的具体要求，是踏实践善
之隐证瑏瑥。其他文献也与此相似，焦点都是踏实为善问题，不论是否提及人性，人性问题都不是思
想的核心问题。在这种朴素实践路径下，以“礼”规范行为、调控情欲是基本取向，如《性自命出》
“待习而后定”瑏瑦、《礼记·坊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 ……大为之坊”瑏瑧、《大戴礼记·礼察》“君
子之道譬犹坊与”瑏瑨等均言以礼规范人; 与告子近似的荀子亦直言以礼调节人欲，大小戴《礼记》
其余诸篇亦以礼范为修身依归。
儒学这一思路并非偶然，如果检溯春秋传统不难发现，礼制规范及行为实践是儒学直承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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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 1025页。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 修订本) 》下册，第 778页。
董天工《春秋繁露笺注》卷十六《循天之道第七十七》记:“公孙子之《养气》曰:‘……怒则气高，喜则气散，忧则气狂，惧则
气慑。’”董天工笺注:《春秋繁露笺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 216页。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第 181页。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第 88页。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第 90页。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第 90页。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第 91页。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第 88页。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第 122页。
陈慧、廖名春、李锐:《天、人、性:读郭店楚简与上博竹简》，第 66页。
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 418页。
孙希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 71页。
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下，第 800页。
《曾子立事》《子张问入官》及《曲礼》三篇均不能确定为早出之作，但其论儒学踏实践善之言，近乎早期儒学之朴素认知; 即
便成篇时间晚，其中所引诸言亦可能为早期先儒之论，或为其弟子所记录存续至后学。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第 88页。
孙希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 1281页。
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上，第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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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及思维、话语结构。自齐桓始建霸政，北方诸侯国创建了一个贵族礼制文化共同体，其中
作为天经地义之“礼”是贵族的人生范度及评价标准，规范与实践是当时道德图景之核心。行为
事实本身直接关切道德评价，贵族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行为与其成就、荣誉、责任践履息息相关，
叔孙豹“三不朽”说即建立在这一道德规范共同体背景之上。孔子继承这一传统，但有意将作为
纯粹规范的礼仪形式实质化，将其落实到德性真实拥有这一内在要求上去，其首创之“仁”即是诸
德实有的终极要求。但“仁”之实践要求及培养模式仍侧重于行为事实，且“礼”被抽象为文化规
范是先验的文化图景，故规范成为早期儒学的主要取向。德性内有要求落实到内心自觉，与行为
规范取向成为早期儒学对立的两大分野，这也正是后世儒学尊德性与道问学( 礼范被进一步抽象

为先验文化、知识) 的两大分野之来源。早期儒学的这两种分野并不十分明显，我们能看到的重
内察者仅为曾子至思孟一系，行为规范作为外在途径是儒学主流，且不论君子修身落实到自治还

是治人，规范都是必然路径。问题在于，重朴素行为实践及规范本身不成问题，但在人性信任危
机乃至道德践履危机泛滥的战国时代，早期儒学论人性事实上未能直面当时思想危机之根本，因

而深处无力境遇之中。
( 二) 儒学被动境遇及道德问题之急迫

当时儒者陷入了如下两种被动境况:

其一，儒学倍受诟病，为善之“道”的选择难以落实。按儒学朴素实践传统，踏实修身及德性
积聚是儒者学习、讨论、思考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其核心是君子作为道德主体须考虑的行为、目标
及责任取向，而不关涉如何吸引人选择修身这条路。但在文献中不难发现，当时儒者颇受诟病，
如墨子指责他们“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①、“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②，
《礼记·儒行》记儒者多受高傲、虚伪、迂腐等误解③，可以想见其艰难处境。《儒行》篇时代未定，
但文中所见儒学倍受质疑的问题应由来已久。颜世安先生论早期儒学有“不言”之传统④，在战
国动乱背景下境遇十分被动。其时混战纷纭，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奉行默然礼治实践的儒
者，于己为坚守儒门高洁品格，于外则易被误解为闭门自封不问民生。这种默然态度本为坚守君
子不屈从流俗、静待机会的极高道德标准，但儒学欠缺吸引力是客观事实，如何引人“选择”善
“道”成为当时儒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墨子·公孟》载儒者公孟、巫马期面对墨者的强势质问，
以“君子若钟，弗扣不鸣”的回应坚守其保守取向，坚持认为“实为善人，孰不知”，正如墨子所驳，
“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⑤，被动待问于事无补。《耕柱》载儒者坚持“君子不作，述
而已”的默然实践态度，在墨者看来，“今诛( 述) 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遂而作者矣”，只有“善
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⑥，才能主动改变为善艰难的境况。这是文献所见战国初期儒者默然
待问的被动境遇，此后儒者似乎对这种被动局面有主动回应，但其回应方式仍显得颇为无力。如
《礼记·儒行》对儒者“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刚毅”“宽裕”等雍容气度有很多描
述，这既是对儒者倍受质疑的回应也是对自身吸引力的阐发，但结语哀公“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
戏”的理想憧憬仍暗示儒者现实处境之艰难。孟子之后，荀子对儒学吸引力做出了规范儒学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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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孙诒让著，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 291页。
孙诒让著，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 296页。
《礼记集解》卷五十七《儒行第四十一》言:“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孙希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
解》下，第 1409页。
颜世安曾论及早期儒学有“不言”之传统，不主动游说别人，甚至视外向游说为着急乃至自炫之功利取向，儒者这一态度在
战国混战情况下十分被动。颜世安:《不言与言:早期儒墨之争的一个问题》，《江海学刊》2013年第 6期。
孙诒让著，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 450－451页。
孙诒让著，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 434－435页。



南

京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
人

文

科

学
·
社

会

科

学
︶

二
〇
二
〇
年
第
四
期

型阐释。《解蔽》言:“‘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
所谓虚……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一而静。作之，则将须道者之虚则入，将事道者之虚则尽，尽
将思道者静则察。’”①这里，荀子以“心”一定选择儒“道”这一近乎诡辩的说法为儒道选择提供理
论依据，但“心”何以只选择“道”，是他有意无意避免谈论的。又“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
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荀子·正名》) ，试图证明人对“道”的认知必
然导向“道”之选择，但其论证理由———“人莫不从其所可”仍为强行论辩，并无太多说服力。荀
子之言虽晚于孟子，但他的论述暗示儒学吸引力缺失这一问题十分急迫。荀子的阐释可视为主
流规范儒者应对儒学“选择”问题的总结论述，可见这种思路对于改变儒学被动境遇近乎无力。
主流规范儒学事实上回避了功利风潮之根源———无视人性深度问题，亦未从根本上对儒学德性
底线做出深层阐释。
其二，依靠规范战胜自我情欲易导致“伪”这一问题出现，而与功利风向暗合。以礼规范道

德主体的行为取向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但孔子不仅倡言外在规范，更有通过内心自觉克制自

我以达到道德实有高度的内在要求，外在规范与内心自觉形成两种张力，后学对此双重向度各有

偏重。儒学抵制功利的道德标准直击人真实的情欲问题，如果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无善无恶或肯
定人性为情欲，追求道德内有高度与通过外在规范战胜情欲在人性觉察这一层面事实上暗含矛

盾，其中仅重规范而不重内心觉察者在这一方面尤为明显。礼仪规范仅为外在行为规束，隐藏在
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不一定为真实的善意，从而缓解了修身主体时刻应对自身私欲的道德紧张

感。荀子曾批评子思、孟子、有子对于情欲问题过度紧张:“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是
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 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
强矣，有子恶卧而焠掌，可谓能自忍矣，……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何危?”(《荀
子·儒效》) 子思、孟子均重内心觉察，《檀弓》记有子与子游对“丧踊”之辩，有子言“予一不知夫
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②可见有子也有意图超越礼仪形式而提倡德性
实有的倾向，那么荀子所批评过度紧张情欲的三人都是重德性内有而非重外在规范者。由郭店
楚简《五行》篇对“思”的各种描述可见，靠内心思考觉察善道对自我要求极高，而孟子直接否弃
情欲为“小体”“贱体”，比单纯内察对于情欲之私更加警惕。荀子本人肯定人性为情欲，但这一
肯定正暗示他对情欲的妥协及寻求道德焦虑的缓解。荀子肯定情欲并非儒学独出，告子和《礼
运》作者也承认情欲正当，孟子时代可能有其他儒者亦有此倾向。将荀子等人肯定情欲与子思等
人未明言情欲是否正当以及孟子摒弃情欲对比可知，是否承认情欲问题与修身中的道德紧张感

密切关联。儒者将修身诉诸行为规束，更甚者以承认情欲寻求道德压力的放松，不仅难以应对功
利风潮，甚至易导向“伪”这一反向结果。《性自命出》多次提到“凡人伪为可恶也”③，《语丛一》
亦言“人无能伪”“义无能伪也”④，后《乐记》及《荀子·乐论》均言“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对“伪”
的警觉暗示这一问题在当时十分严重。事实上，越重规范，越易导向“伪”。然而只提倡内察而不
对人性问题本身进行深入阐发，也无法从根本上对“伪”这一道德软弱问题提出真正解决办法，这
一点在与孟子的对比中可见，后文再详述。
此外，战国主流思想家们对当时道德危机的解决方式亦与儒学道德要求相悖。如前述，当时

诸家多持不信任人性见解，其中除杨朱等利己主义者及庄子有意逃离社会组织外，诸家均取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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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荀况著，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 修订本) 》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 846－847页。
孙希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上，第 270页。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第 89－91页。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第 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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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的入世态度。墨、法二家认为人性趋利避害是社会混乱的根源，而将恶的解决诉诸集权威
慑。但法家对人性持完全不信任态度，且无视道德人情本身，墨家则对道德公义仍怀有乐观的期
待。事实上，墨家是当时除儒家外仍致力于解决道德危机的学派。然而我们看到，墨者以功利欲
望为道德图景之核心，将人的“爱”“善”行为寄托于权衡利弊，而他们宣扬的“义”是纯粹外在规
范;他们根本不关心行为者的真实内心道德意志，甚至以“利”诱导人的行为动机，这对于儒者而
言是“率兽食人”，以人的“小体”败坏道德真实高度( “大体”) 。墨者主张“兼相爱”以实现“交相
利”，同时又以向利争斗为人性出发点，落实到真正行为事实上，个人向利的欲求毫无节制，仍难
免相互倾轧算计，而后期墨者只能以强权整合( “尚同”) 为最终解决方式，同时以天鬼神秘力量
震慑人内心的阴暗。墨家这一功利倾向其实是平民实用主义向度，在战国激荡环境中广得人心，
荀子驳其为“役夫之道”，并不过分。事实上我们从墨、法的政治举措中可以看到，如果只承认人
性的贪婪自私、向利争斗，则无论是政治整合还是道德期望均不能求诸人心的根本改变，而最终
只能走向以外部强制力量控制人欲之乱这一途径。至于天鬼信仰带给人的畏惧，也是一种外部
力量。墨、法之外，庄子也对人性十分失望，而对社会结构进行彻底解构。但庄子仍怀有对人精
神高度的追求，希冀人最终超脱“自我”乃至人这一生物群体的根本狭隘，然而这一终极追寻已泯
灭物我之分，道德本身亦无从立足，故这种解决方式对于儒者而言近于未解。荀子指责庄子“蔽
于天而不知人”，正是儒者的一般态度。
由上可见，战国儒者既深受诟病，又面临时代道德危机难解的境况，而自身道德践履方面也

暗含深层问题，儒学道德理想在时变环境下与“人性”问题尤其“人性”是否“不善”这一问题直接
关涉，继续持不重人性这一思路显然并非积极应对之策，孟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其独特人性论

应对儒学乃至整个时代的道德危机及人性信任危机。

三、何以为性善:孟子德性规定及其意蕴

孟子正是坚守并申辩儒学德性底线，以人性只能为“善”这一规定取向探寻解决时代道德危
机及儒学内部道德选择、道德践履以及德性实有问题之新途，这是性善论的直接意指乃至深层价
值所在。孟子这一人性论探寻，主要有两层意味: 一是坚守儒学德性底线并吸引人选择为善之
路，意在解决时代道德危机，主要针对非儒群体( 尤其国君) ，这是孟子道性善的直接意指;二是探

寻解决儒学内部道德践履及德性实有问题之新途，此为针对儒者自身，是性善论的隐藏意味，但

对后世儒学影响最深。
( 一) 于时代道德危机之解决

孟子深处时代人性信任危机及功利思潮遍布的艰难处境之中，善道选择问题是当时首要且

急迫的问题。孟子的应对，有被动及主动两个方面，前者是对儒学德性底线的申辩，后者是善道
选择之落实。

1．性有善底线之申辩
与早期儒者不重人性相较，孟子视人性问题为必须应对和讨论的重心，其论人性不乏强辩及

被动意味，但无一不在申辩儒学道德底线———性不为不有善。孟子与告子争辩: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 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 如将戕

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 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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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 人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
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 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

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

论辩上部分，告子承认仁义( 善) 可由人性发展而致，只是否认人性本身为善。孟子则辩驳道人性
不可能没有仁义，然而他仅能证明性有善( 端) 而非性即为善，孟子的论述并不能真正推翻告子的

结论，甚至有偷换概念之嫌( 告子说性不是善，孟子驳斥的是性不有善) 。论辩下部分，告子说人
性没有善恶方向，孟子则引水之喻论证性有根本方向，但以水比喻并不能与人性真正对应，所以

孟子的论述只是一种立场阐述而非有力论辩回击，且同样只能证明性有善而非性善。两场论辩
中孟子看似占上风，实则并无理据，更似情绪化强辩，告子的论述反较孟子更显客观。但孟子坚
持认为，告子的说法是“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他显然意识到，如果不去说人性一定有善的方
向，就有危险。

孟子为性善则辩护道: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
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
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
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 是其日夜之所息，雨
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
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 ……人见其禽兽也，而
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 (《孟子·告子上》)

这种辩护同上，亦只能论证人性并非没有善。由“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人见其濯濯也，

以为未尝有材焉”可知，现实所见，为善者极少，大家甚至怀疑人“未尝有材( 善性) ”( 正与当时不
信任人性风向暗合) 。可见孟子处境十分被动，其论“非才之罪”及“其势则然”，即是为性有善作
坚决辩护。孟子坚持性有善这一底线有双重意指:

一是对儒学德性底线的申辩及确认。早期儒学虽不重人性，但追求道德负责这一人生高度
而非屈从软弱私意是大家的基本共识，相信人应当且能向善，是儒学的道德底线。人性论辩思潮
盛行，儒者的人性申说必然朝着肯定性有善的方向进行。正如孟子所言，不可能“戕贼杞柳而后
以为桮棬”，人性无善则道德终极目标根本无从立足，是为“祸仁义”①。事实上，战国儒者的人性
阐述已在或隐或显中有性有善的认知，《性自命出》《语丛二》等即有这种倾向。孟子是在人性论
辩风潮中将这一人性底线问题真正提出来且视之为辩护的前提。

二是极力解释当时道德危机不应仅由人性来担负，尚有其复杂的外部环境原因。孟子此意
是对当时普遍人性信任危机的应对。在当时人性论辩思潮中，人人视为己之私为理所当然，则为
恶、向利借由人性这一借口只会更加肆虐，如杨朱等坚持为我之说，而纵横家们公然持人性贪利
之见，利用他人为自己谋利，这对于道德而言是巨大威胁。且公然宣扬时代之恶由人性所致，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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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便宣扬性恶如《荀子》，也有不少学者指出荀子持性有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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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个体精神向度本身也会失去自立的可能。如墨、法诉诸强权泯灭一切个人意志，而庄子以无
我追求消泯人文乃至个体的真实存在，由此，道德精神追求再无可能。孟子坚持性有善，即是从
人性上为道德( 善) 的真实可能确立根基，以防人性无善的认知“祸仁义”。
以上暗示孟子所处道德环境之艰难，孟子对于性有善底线的坚守即是在时变危机下为儒学

乃至整个时代道德的真实可能问题做出解释，但这种阐述并不能导向“善”道选择的真正落实，
“选择”问题仍为儒学面临的急迫问题。孟子的真正解决方式，在于对“性善”的强势规定。

2．道性善之主动及强势
孟子论性善，在逻辑上仅能证明性有善，且真实辩护亦是性不为不有善，但话语幽隐之间，孟

子悄悄对人性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及规定，这一规定极富强势、主动、强辩及情绪化意味，一切指向
都是善道选择之落实。孟子的论述主要有如下两个层面。
其一，孟子极力避免说性为“为己”或“恶”。孟子话语中有一种非常隐秘的倾向，即他明明

认识到人极易为恶而难以行善，事实上也承认自私( 如耳目口腹之欲) 是人的本质，却极力否认这

是人的根本本质———“性”。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
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下》) 又说:“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
害大，无以贱害贵。”(《孟子·告子上》) 可知按其意，只有“大体”“仁义礼智”才是应有之性，耳
目口腹欲望则被他斥为“小体”“贱体”，根本不被承认。前文提及孟子斥“天下人言性”是“以利
为本”，乍看之下会觉得孟子的标准十分偏颇，如被孟子指斥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墨学，始
终坚守修己苦行以利他人，本意是追求社会公义，绝非自私之“利”。但孟子规定性地将诸家以
“为己”或“恶”论性总结为向“利”，这一规定和他斥责“小体”“贱体”一样，有深层意味: 他认为
人的任何私己欲望都是屈从“小体”“贱体”的道德妥协，不能公然承认其合理性，所以孟子坚决
把他们排除在“人性”这一合法性之外。孟子事实上是指出，一旦承认人性为“为己”或指出人性
之“恶”的不可拯救，不承认人自身的“善”可以战胜“恶”，本身就是屈从自我欲望的隐藏私意，是
为自己求利。孟子在刻意避免将任何“利”“恶”或“不善”与人性关联，要求人在内心觉察上拒斥
“小体”“贱体”，不给任何“利”的动机和行为找寻人性本质的借口。《离娄下》载孟子言曰:“言
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①，对于这一“后患”陆九渊一针见血地指出:“盖孟子道性善，故言人无有
不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将甘为不善，而以不善向汝，汝将何以待之? 故曰:‘当如后患何?’”②

陆氏的解释十分贴切，即孟子担心一旦言性稍有不善( 非仅言性不有善) ，人很容易甘为不善，而

无视人的道德自立这一根本深度。
其二，孟子多以首先发问的方式占据话语主导权，情绪高昂、态度强势且不时充斥着不容反

驳的激烈意味，让人在为善的能力及选择问题上无处辩驳，从而承担为善的责任。他说:“自暴
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 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
也。”(《孟子·离娄上》) 这是以强势态度占据道德制高点，让人不得不选择“居仁由义”之路( 不
选择，就是自暴自弃) 。孟子对当权者的质疑与逼迫意味更甚，如孟子劝齐宣王说:“挟太山以超
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王
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 这里，孟子以“不为”和“不能”而不是本质与
非本质界定不为善的原因，即是以强势态度让人在为善的能力上无从找借口。又，孟子质问齐宣
王沉迷声色的借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王如好货，与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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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焦循:《孟子正义》，第 597页。
陆九渊:《陆象山全集》，上海:国学整理社，1936年，第 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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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王如好色，与百姓
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上》) 可见孟子认为，任何喜好都不能成为不为善的借口。而
对于齐宣王的失职，孟子迂回质问:“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
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由此孟子直攻宣王之
失，态度强硬，不给他留任何借口与余地。此外，孟子以同样的方式质问平陆大夫，致其步步退
缩，由借口道“此非距心之所得为”到最终承认“此则距心之罪也”，可谓步步紧逼。后来孟子直
接面见宣王，迫使宣王承认“此则寡人之罪也”(《孟子·公孙丑下》) ，近乎以强势质问逼迫宣王
承担责任过失。而对于宋大夫戴盈之以“今兹未能……以待来年”为不愿减税的借口，孟子以攘
邻之鸡的故事讽刺他，暗示他不要找任何借口，慢慢来也不行(《孟子·滕文公下》) 。由上可见
孟子态度十分强硬，不给人留任何逃避的余地，无怪乎其弟子道“外人皆称夫子好辩”(《孟子·
滕文公下》) 。诚然，这种强硬态度有孟子自身性格及辩论技巧的因素，但他的直接目的和效果都
指向以步步紧逼让人对于不为善或不承担责任问题找不到任何回避的空间，并激励人选择为善

这条路。这种做法与静默实践的早期儒者不同，是孟子在外部环境与基本人心倾向改变的双重
挑战下的主动出击，他的“好辩”，即有不得不去宣扬、辩护、激励，否则担心无人行善的意味。荀
子也曾对民众不为善之选择进行解释，“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曰:‘可以而不
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荀子·性恶》)
这种解释与孟子论“不为”及“不能”近似，但没有孟子的强势不容逃避意味，更似某种无奈阐述。
对比之下，更能见孟子以强势态度逼迫人选择和承担为善责任这一幽隐动机。
以上是孟子针对儒学善道选择问题做出的解决尝试。由孟子与宣王对话可见，孟子事实上

窄化了儒学的德性内涵，他把儒学从君子终身修养实践仍无法成圣的复杂德性学说描述成似乎

只要去“为”就能实现的简单学说，善被孟子说得很轻巧，但一切指向都是要人做出“为”这一首
要选择。滕文公说自己国力弱小处境艰难，向孟子询问解决办法，孟子两次回复都是要他勉力为
善而不考虑滕国弱小的国情本身(《孟子·梁惠王下》) ，可见孟子对择善而为这一动机的重视。
然而，儒家德性之学远非如此简单，孟子将其简单化只是引人为善的策略，是战国现实风气冲击

下儒学面临艰难选择问题的被动解决。孟子这一努力在当权者身上收效甚微，“天下方务于合从
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①，儒学仍在倍受诟病与被动
境遇中艰难行进。
孟子之后，荀子否弃性善说，公然承认情欲正当，寻求与当权者谋和之途径，且极力言礼义是

国家建制的应有要求，甚至为儒者安处民间及礼治尝试作妥协辩护②，从而为儒学寻找新时代集

权统治下的自存之路。但他的思想仍未获认可，儒学只能湮没在墨、法强权思想指导的秦政一统
之下，处境更加艰难。且荀子倡言礼治及情欲正当，实际上放松了君子德性要求，而持礼法并用
之说也背离儒学正统，故荀学对于儒学德性内具问题鲜有裨益。而孟子论性善，虽在当时没有政
治成效，却在德性践履及德性实有问题上对儒学德性体系有巨大贡献，这成为性善论在后世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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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司马迁:《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史记》卷七十四，第 2847页。
《荀子·儒效》载秦昭王问荀子“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答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
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 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
义。”是为儒学安处民间作辩护。荀况著，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 修订本) 》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 266页。
又《礼论》言“礼之理诚深矣，……其理诚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说，入焉而丧”，则是暗示早期儒学礼制实践应经国家整
合，这是一种政治迎合。荀况著，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 修订本) 》下，第 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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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价值所在。
( 二) 性善论对儒学德性体系之深化

孟子道性善，为道德的真实可能寻找根基，然而战乱交纷环境下道德对于现实利益无补，孟

子被弃用是时代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性善论对于道德问题的解决是失败的。前文已提及，早期
儒学分化为重外在规范与内心自觉两个分支，前者躬行礼治实践，重在治人这一外向路径，战国

末期以荀子探求国家礼制及集权妥协为最终依归，虽对于道德实有问题本身并无创见，但这一派

是早期儒学的主流;后者则追求内在道德实有，重在君子修身自治这一内向路径，这一派在传世

文献中见载甚少。重内察儒家文献如《性自命出》《中庸》《大学》等均承认性有善，这是道德可能
的根本。孟子是此派中最独特的，孟子实际上开辟了以人性深度挖掘善的真实可能乃至善道实
现之新途，其论仁义内有及存心养性，已然将“以生言性”这一传统扬弃而赋予“人性”作为深层
本质的新含义，此论学界著言颇多，这里不再赘述。孟子道性善实有更深层的意义，与儒学道德
践履及德性实有问题相关，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由《荀子·儒效》篇可见，重内察儒者均对修身中的道德意志十分重视，以道德紧张战胜意

志软弱及情欲自私是道德落实的必然路径。在此过程中，道德软弱及懈怠是最紧要的问题，直接
关切道德能否真正落实。《孟子·尽心上》载:“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
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
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 《论语》中也有类似场景:
“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论语·雍也》)
由对话可知，儒者修身路径十分艰难，道德懈怠时有发生。究竟如何解决这种懈怠，孔子并未明
言甚至并未关注，只说不能半途而废。由《荀子·儒效》可知，子思、有子、孟子事实上对解决道德
懈怠问题做出了一定努力———远离诱惑情欲的外物之源，则自然不用苦苦战胜，荀子指责他们是
“强”“危”“忍”，正可见他们对于战胜情欲的焦虑及努力。但被动远离只是这一学派努力之一
隅，其收效如何不可得知。由《孟子·尽心上》可见，孟子之意是，道德践行不容丝毫妥协。孟子
极力避免说性有任何不善之处，甚至视言性不善为向“利”，而对性善作强势规定，话语之间实有
巨大的施压及强势意味，这种话语制造的道德紧张感必然比早期儒者更强。与早期儒者仅承认
性有善不同，论性善事实上成为儒学内部自我确认以及意志坚守的根本觉察。孟子对“大体”
“贵体”“小体”“贱体”的区别，已然在对“性”及内心选择方向上暗示了规范及诫示意味。道德软
弱被要求以坚定的意志战胜，否则就是“自暴自弃”，道德紧张伴随修身全过程，这是孟子探寻解
决儒学道德践履及德性实有问题的方式。
然而孟子之论亦不乏矛盾之处:他一方面执着于说性即为善，却在事实上反复论证性有善;

未否认耳目口腹情欲是人之性，却坚决否认这些是人之本质，背后实有深刻的幽隐意味，即他认

为不能触碰善道这一底线———“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这正是孟子论性善的幽隐微妙之
处，性善何以为性善，背后有很多复杂方面，不可贸然以一种确定倾向为孟子下定论。但性为善
且只能为善一旦提出来，不论在现实政治中收效如何，对于儒学内部即有深切的改变。由后世文
献可见，孟子这一道德评判尺度以“性”的形式规定下来，正是其最为独到之处，这种规定性也在
事实上成为儒学构建道德体系的核心特质所在。
自宋儒启儒学德性内求之新途，视孟子为儒学正统，性善论成为后世儒学主流，这并非偶然，

恰恰暗示性善论对于儒学德性内求体系的根本价值所在。且宋儒继承的性善论恰好摒弃了孟子
道性善之论性有善这一模糊未明部分，而视“善”为人生唯一规定性本质及方向，即强化了孟子道
性善的规定性意味。理学家的性善论实际上是一种信仰坚守及价值构建内核，是以强制规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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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限制在只追求“善”这一唯一本质及目标的途径中: 人生本质为善，除此道外别无他择①。性是
完满至善，而恶是气禀使然，气禀本为生来必然，但只是人的现实浊气，绝非本质。理学家严守善
的底线，以性为唯一绝对本质，此善已具有超验的本体意味。在对善的坚守过程中，理学家对任
何私欲之恶都十分警觉，这即是道德紧张所在。人必须直面自己的真实根本私欲，容不得半点为
自己考量之“伪”的存在，甚至认为恶难以战胜，也是屈从自身追求放松及软弱的私欲②。修身之
路变得更加严苛、紧张，而明心见性这一内心根本觉察又在时刻加剧这种紧张感: 正是对善之本
质的贴近，要求修身者时刻只觉察善而不为任何私欲及软弱寻找借口，要求善完全占据周身心灵

成为唯一目标。且此种紧张感也被要求以“诚”与“乐”的目标化解③，而这事实上加剧了心理负
担。因此，与现实的黑暗混沌以及恶的难以战胜对比，坚持性善事实上要求君子承担所有现实责
任，对善性的觉察与坚守制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要求以善胜恶、立定绝对意志以战胜道德软
弱也是这一心理负担的实际要求。道德践履及道德实有正是在这种意志坚守及心理紧张中被要
求实现，越到后世，这种坚守越明确，善性成为根本道德底线，也成为儒学群体内部自我确认及自

我激励的真实坚守。可以说，性善论形塑了后世儒学德性追寻及践履的基本方向。

四、结 语

性善论最深刻的本质即是其对人性的善之规定。按性善论，人深层的内在规定性、善的道德
精神高度是人唯一的本质、人唯一应该且只能被承认和坚守的东西，而人的任何脆弱、不堪、自
我、私欲等不好的方面都作为小体不被承认，善的高度才是真正的大体。孟子之前的儒家即有此
内蕴，但孟子将其以“性”的方式规定和确认下来，令其更具规范和诫示意味，故性善论绝非“性
有善”论，而是“作为唯一深层本质之‘性’只能为善”论。
对性善论的这一规定性，学者们亦有提及。如徐复观即言“孟子对性之内容赋予了一种新的

限定”④，“要了解人之为人的本性，只能从这一点点( 人禽之辨) 上去把握”⑤; 安乐哲亦直言性善
论是特定文化、社会、历史中的条件限定———最大限度地扩展其可能性、实现完满道德的规范的
人性论⑥。但是，学者们对性善论规定性的阐发只是从孟子对人性的选择、概念新创或“性”的过
程、关系而非本质含义入手，并未深入探究何以孟子有此规定、这一规定有何深层意蕴，甚至直以
心善、性有善为性善论的最深本质而对这一规定性很少真正考虑。性善论的规定性实有极深刻
之处。就其所处背景而言，春秋战国之际正是战乱纷争下人的内在阴暗面被无限扩大，时人精神
混沌而神权失坠、无法提供精神支撑的时代，故有普遍的对人性阴暗面的揭示、对人性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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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阳明言:“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更思何善? 此念非恶，更去何恶? 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
即暗示一切追求目标只是善，以善占据全部身心则无恶存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第 29页。
几乎所有理学家都持守严苛的道德紧张，要求以强力意志战胜纤毫私欲之恶，其中尤以阳明之论最详，按其意，人之好声

誉、知识、闻见、辞章、记诵及高谈大论的野心都是私欲之伪，情感过度也是私欲，甚至闲杂思虑、生死关注乃至意志软弱都
是私欲，诸论甚多，详见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第 18－63页。
如《二程集》载:“有人劳正叔先生曰:‘先生谨于礼四五十年，应甚劳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 他人日践危地，
此乃劳苦也。’”又，通书多论修道者不应有心疾。儒者自修之艰辛旁人皆可见，故言其“劳苦”，且普通未达至善儒者极易
在这种戒惧紧张之压力下苦思不得，或觉得十分劳苦。但二程坚持强调这种修身之紧张并不苦，若有心疾是自己做得不
够，只有“中心悦豫”才是真正德性内有。越是这么强调，越暗示修身艰辛下儒者思虑紧张之现实状况。程颐、程颢著，王
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 8－17页。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 151页。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 148页。
安乐哲:《孟子的人性概念:它意味着人的本性吗?》，江文思、安乐哲编:《孟子心性之学》，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86－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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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堂而皇之的逐利为我的自私之风向。这些恰是儒家最警惕和蔑视的东西，孟子身处这一时代，
言其“不得不辩”，有深层因素。故笔者认为，孟子正是在普遍人性信任危机背景下指出，人的根
本之性正是人最深刻之处、人精神的支撑和善的希望，这是人对自身深度、责任的信奉与坚守。
人的本质即人性之善成为人自身的觉察与信仰，人性取代神性①、要求人自身对人世绝对负责，人
性本身成为人之善与人世道德希望的全部支撑与动力。故性善论的规定性实为在精神混沌现实
中以“性善”坚守人心之全部力量，这一点不容忽视。同时，性善论亦是将儒学原有的对人类脆弱
不堪之否弃、对人在精神上自立并承担道德责任这一深层德性高度之追求以“性”的方式规定、确
认乃至诫示，这正是儒学道德建基之内核所在，性善论在这个意义上才是儒学确定化了的德性

论。既往研究多关注孟子以心善言性善或由性善以践天道性命等表层意蕴，而忽视孟子道性善
在普遍人性幽暗意识思潮下的执着坚守及其对儒者深层的规范及诫示这一深层意蕴。后者对探
求儒学人性幽暗意识及道德实践问题至关重要，值得注意。
麦金太尔论西方伦理学史，指出人类道德普遍合理之基础有二，一为人的内在美好品格，一

为人对善的生活之追求( 终极性的目的因) ，即对人性中善之品质之承认( 性有善) 及对人生善之

目的之规定②。我们看到，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美德理论对人的内在美好品格和人
生目的之规定是并列讨论的，人生目的之规定并不伴随对人性之规定而只是对人性美好之肯认。
性善论则创造性地将人性规定为通向人生深层德性目的之美好品格，它有一个内在意蕴是，不承

认人性中任何不善倾向的正当性。宋儒承孟子论性善之绝对规定，并借鉴庄子无我论对自我之
警惕③，从而完成了儒学德性体系以善胜恶这一道德真实可能之根本建构，亦成为古典中国美德

体系的核心特色所在。在西方美德体系的两大传统中，希腊哲学传统执着于超越人作为自然存
在物之受限及万物之流变，而寄托于理性自我超乎万物、绝对真知凌乎一切; 按尼布尔的说法，这
是自我欲求立法之骄僭④，而唯理主义与身心二元论则难免视历史现实为毫无意义，且理性与情

感欲望的分立亦经常囿于道德意志无力问题之无解。基督教人性论则与性善论一样同为规定人
性论，按其信仰的根本预设，人作为受造物生而有罪，同时亦因系上帝所创造而具有通往神性的

善的一面。按尼布尔之意，基督教的原罪设定是警惕人的骄僭、让人认识到自我之有限，而肯定
神性则是通达道德之可能。这种原罪警示与儒学德性建构正相反，依后者之意，用人不好的一面
警示人、令人畏惧正是暴露和鼓吹人的软弱，性善论则视人的道德坚强自立为人生意义及德性通
达的深层根基。故无论是希腊哲学还是基督教，抑或兼承二者然而已超越社会共同体、宣扬绝对
个人主义的近代人性论，均与性善论有极大不同。性善论的独特善之规定性应是其间区分的
关键。

( 责任编辑 朱路遥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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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或者说神的规定、庇佑、责任、与人世的疏离超脱等。
麦金太尔在其书《追寻美德》中探讨启蒙运动以来的道德筹划失败之原因，将其归结为错误的人性论前提和对目的论的抛
弃，而以亚里士多德美德理论为西方伦理学应有方向，后者即为以承认人的美好品格和人生目的论为基础。麦氏言语之间
暗示，只有承认一种本质人性论和目的论才能保证道德之真正可能。A．麦金太尔:《追寻美德: 道德理论研究》，南京: 译林
出版社，2003年，第 65－78页。
早期儒家警惕私利已含有此种意味，但不似庄子深刻。
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 5－17页。


